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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语电影合拍片：重绘电影版图与文化规划

齐　伟

摘　要：合拍片并不是一个新近发明的概念，但与它相关的问题却构成了当下中国电影学术共同体内

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一方面，合拍片是中国电影产业化进程中的必由之路，另一方面，“合拍片”重新

整合华语地区的电影资源，构建起全新的华语电影版图，重构全球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

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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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合拍片”成为上海电影节的重要议题之一。２０１１年６月的第十四届上海国际电影节电影

产业论坛的第二场便是 “制造合拍 ＤＮＡ”。同时，国内大大小小的电影学术研讨会上也总能看到大量讨

论 “合拍片”的论题①。“合拍片”成为这几年华语电影业界频繁使用的高频词，与 “合拍片”相关的

议题也逐渐成为中国电影学术研究中的热点领域。

其实，合拍片并不是一个新近发明的概念，但与它相关的问题却构成了当下中国电影学术共同体

内讨论的一个热点话题。这里有一些有意思的问题被提出：一般说来，如果 “合拍片” （ｃｏ—ｐｒｏｄｕｃ

ｔｉｏｎ）是指两个或两个国家或地区的制作单位共同制作完成的影片，那合拍片显然不是一个全新的现

象。熟悉中国电影史的人都知道， 《难夫难妻》是中国的一部长故事片，但却很少有人知道或去关注

《难夫难妻》同样也是一部 “合拍片”。从现有的资料可以看出，《难夫难妻》的投资人是两个美国人

依什尔和萨弗，由亚细亚公司出品。该片编剧郑正秋，导演张石川，摄影师则是美国人依什尔。［１］有意

思的是，我们在认识这部影片的时候，却很少有学者注意到这部影片 “合拍片”的身份。在接下来的

中国电影史中，合拍片也并没有消失。例如建国以后，“合拍片”在中国也是存在的。“新中国与外国

合作拍摄电影的历史，应从一九五年十月与苏联电影合作摄制完成纪录片 《解放了的中国》算起。

而与外国合拍故事片，则始于一九五八年。第一部合拍片是与法国合作的 《风筝》，接着一九五九年又

与苏联合拍了 《风从东方来》。”［２］另一方面，按照上面对合拍片的定义，美国好莱坞电影很多也都是

“合拍片”，但是在关于好莱坞的讨论中，我们也很少关注好莱坞电影的 “合拍片”身份。

问题讨论到这里，我们便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既然中国电影史、其他各国的电影中也都曾经存在

合拍片，那么为什么 “合拍片”成为今天我们讨论中国电影时的热点话题呢？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

在言说 “合拍片”时，各方的态度并不是一致的。也就是说，如果 “合拍片”是一种当下华语电影或

中国电影未来发展的必然趋势的话，我们一方面看到学者和业界的普遍赞许，一方面也看到了大陆之

外香港、台湾等地区学界和业界的某些担忧。笔者也正是寻着这一思路，在通过追溯合拍片的发展轨

迹的基础上，试图阐明当下合拍片为什么成为学术热点，这种学术讨论热点背后的驱动力在于何处。

限于篇幅，我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华语电影的合拍片。

① 例如２０１１年６月在上海大学召开的 “华语电影工业：历史、当代与方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中，设立 “作为合拍片的华语

电影”讨论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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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资本驱动与重绘电影版图

众所周知，理解和认识任何事物都无法脱离时间和空间的规定性，对于合拍片的认识同样也是如

此。在我们探寻当下合拍片时，首先遭遇的便是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产业化选择。与８０年代高扬

电影的 “艺术”与 “美学”大旗不同的是，我们今天进入中国电影研究时，更多的调用诸如 “产业”

（或工业）、“营销”、“院线”和 “票房”等一套电影产业话语。

显然，话语更替背后指向的往往是观念的变更，这种观念变更便是电影的产业特征重新被电影学

界重视、挖掘和探讨。也就是说我们也不再仅仅以 “艺术”成败论电影，电影的商业运作是否成功也

成为考量一部电影的重要指标。正是在这样一个中国电影产业化语境下，合拍片成为一个绕不开的话

题。也就是说，着眼于整合资本和开拓电影市场的 “合拍片”，其存在与发展本身就是中国电影产业进

程中的一个重要表征。一方面，中国内地巨大的市场让投资商们看到了巨大的商业前景，另一方面，

中国内地在政策上的让步也给合拍片的出现提供了基本的保证。因此，虽然合拍片在中国电影史中一

直存在，特别像建国后曾出现的大多数合拍片虽然也是有价值的，但却因为并不具有当下华语电影发

展中的某些产业化特征而被我们选择性遗弃。所以，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电影的产业化选择无疑成为今

天 “合拍片”凸显的重要前提。

今天，全球化已经成为我们认识或想象整个人类社会的一种普遍共识。跨国公司的崛起和资本的

跨国流动，追寻和开拓全球市场，高度集中的工业生产也变得分散化和零散化，市场成为新的地理标

志，原有的地域界限和政治区隔变得模糊。近十年来，香港影人 “北上”便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作为

东方好莱坞，香港电影曾经是亚洲电影最重要的制作基地。如今，曾经傲视一方的香港电影人也放下

了身段 “北上”，就是在于香港本土电影市场的萎缩和内地电影市场的巨大诱惑。香港著名电影人吴思

远对合拍片问题的认识便很能说明问题：“一般来讲，合拍都是在一个很低潮时开始。大家可以想想，

香港电影收到好几千万票房，那需要跟人家合拍，我要拍什么你们便要看什么。因为香港电影已经去

到绝境了，我一直相信香港电影的前途是在中国内地。……就是说香港电影如果你不合拍，你就拿不

到大陆市场，你只能守在香港，一个小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致力于开放大陆市场。”［３］而 ＣＥＰＡ①文件
签署之后，大陆市场为之全面开放，放映时段和场次也均得到了保证。虽然在合拍过程中，存在诸如

题材、演员配置等诸多限制，但都没能阻挡住香港电影人集体 “北上”的步伐，大陆这块巨大的电影

市场无疑是魅力十足的，而从近些年合拍片的制作水平和票房等产业运作层面来说，中国内地和香港

合拍片无疑是成功的。这次香港影人的集体 “北上”也成为了近十年华语电影的一个重要事件。

因此，如果说前些年我们使用 “华语电影”这样一个概念，更多地是为了两岸三地电影交流搭建

一个话语平台的话，那么今天的 “合拍片”无疑就是一种实质意义的华语电影。华语电影合拍片的出

现打破了原有的电影的地理界限和政治区隔，通过电影资本的自由流通和市场运作机制整合大陆、香

港和台湾甚至海外的华人世界电影。也就是在这个层面上，我们说一个以市场和资本为基础建立起来

的全新的华语电影版图正在形成。

二、文化规划与华语电影合拍片的意义

目前，“全球互动的中心问题是文化同质化和异质化之间的紧张关系”［４］。也就是说，全球化语境

下的文化全球化并不是必然指向文化同质化，在文化全球化的讨论中，文化同质化与异质化之间的复

杂关系成为一个核心话题。“如果说全球化进程激起了人们的恐惧和不满的话，那么这些情绪绝大部分

２５

① 全称为 “关于建立更紧密经贸关系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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往往会和人们已经觉察到的来自美国文化和 ‘美国化’的威胁有关联。……好莱坞的文化统治似乎危

及到欧洲文化业的根本生存大计。”［５］不难发现，很多国家和地区的学者和电影人面对以全球化面目出

现的好莱坞电影，产生了对本土 “文化身份”的思考和本土电影创作现状的焦虑。因此，面对经济全

球化浪潮所裹挟的文化一体化趋势，我们一方面感受到美国流行文化以一种强势文化的姿态在全世界

传播，另一方面我们也清晰地意识到美国的流行文化并不是在唯一的全球文化的基础上，自觉寻求重

构自身文化主体性的策略。因此，在讨论华语电影合拍片时就形成了一种学术话语内部的张力：一方

面我们使用全球化这样一个超越政治、地域区隔的概念去整合世界范围内的电影资源，另一方面，我

们又不愿看到本土电影文化被好莱坞电影 “整合划一”，进而去寻求自身的电影文化身份。

毋庸置疑，在全球化语境下，特别是在全球电影市场的争夺和资本的驱动下，整合各地电影资源是

一个必然趋势。一方面，我们需要这种全球市场视野下的电影资源整合，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清醒地认

识到这种经济合作背后潜在的文化规划。因此，我们看到在全球化语境中 “文化认同”也成为一个关

键词，“文化认同危机”也成为一个令人深思的话题。面对好莱坞电影在全球市场的扩张，“合拍片”

重新整合华语地区的电影资源，构建起全新的华语电影版图，重构全球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民

族文化的想象。这就成为所谓的华语电影合拍片文化规划的意指。

论述至此，我们难免会有这样的疑问，合拍片包括华语电影是否能够担负起重构全球华人对于中华文化

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想象呢？此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关于现代民族是一个想象共同体的论述进入了我们

的视野。如果说我们认同安德森对于 “民族”在本质上是一种现代想象形式的话，那么他为做出这个判断所

论述的两个重要历史条件则显得更为重要。一是 “如果我们思考一下两种最初兴起于１８世纪初的两种想象形

式———小说与报纸———的基本结构，……因为这两种形式为 ‘重现’民族这种想象的共同体，提供了技术的

手段。”［６］二是 “资本主义、印刷科技与人类语言宿命的多样性这三者的重合，使得一个新形式的想象共同体

成为可能，而自基本形态观之，这种新的共同体已为现代民族的登场预先搭好了舞台。”［６］（４５）显然，在本尼迪

克特看来，中世纪以来西方人理解世界方式所发生的根本性变化和以资本主义、印刷技术和人类语言宿命的

多样性重合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特征最终完成了 “民族”的想象。

当然，如果说本尼迪克特的论述是关于 “印刷资本主义”时代，大众文学提供人与人、群体与群体之

间进行交流的可能性，进而在建构民族性过程中的关键作用的，那他的 “建构民族性” （想象的共同体）

的观点对我们理解全球化语境下，电影文化的再度区域化是有启迪的。一方面，“读图时代”正在改变我

们想象世界的方式，“民族”这个 “想象的共同体”正在经历从最初文字的想象转变为影像的想象的历史

变革过程。另一方面，全球化特别是媒介全球化所带来的时间与空间观念也在发生转变。本土与世界的关

系变得暧昧不清，传统的可感知的距离感在电子媒介时代被消解殆尽。而这一切都在督促我们思考如何完

成重构全球华人对于中华文化的认同和民族文化的想象。

华语电影中的合拍片无疑为这种想象提供了可能，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华语电影合拍片问题得以凸

显。在华语电影合拍片中，电影的身份不再是 “中国电影”、“香港电影”或 “台湾电影”，而是获得了一

个全新的 “华语电影”的电影文化身份。当然，这并不是说以合拍片为基础的 “华语电影”试图取代甚

至消灭旧有的 “中国电影”、“香港电影”或 “台湾电影”，更不是以 “大中华主义”的姿态收编各地电影

的本土属性，即便是在中、港、台电影中也具有内在的歧义性。我们只是试图表明一种既不迷信本土的纯

粹性或圣洁性，同时又承认各地由于地域、政治文化和历史所带来的差异性的存在。在这个基础上，寻求

华语电影合拍片中最大的文化公约数。就目前的历史文化语境来说，这种寻求是存在可能性的。以合拍片

为基础的 “华语电影”因为在华语电影合拍片的机制下，为利润而生产是一种常态，制作者考虑的是作为

产品的影片是否能够流行、销售，能否票房大卖。在一般情况下，就意味着规避某些可能的文化风险，寻

求最大公约数，生产公分母最小的影片。这样，既不会冒犯制度，又能够吸引最多的消费者。那对于今天

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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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合拍片来说，最大公约数是什么？我们暂时并不能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应。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

它并不是单一指向抽象、传统的中华民族文化，它同时也应该是建构性的，也就是作为中国人，在更大的

历史、文化语境下，所经历的或正在经历的某种可供概括的共同文化。这也是当下华语电影合拍片正在探

索和实践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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